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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邓京力等著《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

张旭鹏

一

2013年7月，笔者参加了在比利时根特大学召开的“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此
次研讨会也是“国际历史理论网络”的第一次大会。“国际历史理论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s for Theory
of History，INTH)2012年由根特大学的几位青年学者成立，该组织虽然新成立不久，但发展势头强劲，聚集
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从事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专家，迄今已经举办三次学术研讨会，第四次
研讨会计划于 2020年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自治大学召开。笔者对那次会议的议题和讨论的内容有两个
直观的印象。一是有三位理论家备受与会者的关注，他们分别是德国学者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法国学者
弗朗索瓦·阿尔托格与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二是与会学者讨论的内容很多涉及记忆和时间这
两大主题。记忆问题，已不算是史学理论和历史撰述的新论题，但时间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
领域。而科塞勒克与阿尔托格之所以受到多数学者的重视，也是跟时间尤其是历史时间问题有着直接的
关系。
笔者曾写过一篇综述介绍了那次会议所体现出的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现状与发展趋

向，①并约来了参会的三篇比较有代表性的主题发言，分别是阿尔托格的《一个古老名词的未来:兼
论当下主义历史观》、安克斯密特的《作为个体科学的历史》以及加布丽埃尔·斯皮格尔的《过去之
未来:历史、记忆与历史撰述的伦理职责》，译成中文后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② 其
中，阿尔托格教授的发言稿应该是国内发表的首篇论及历史时间问题的文章。
今天，距离“国际历史理论网络”根特会议的召开已经过去六年，但那次会议上的许多议题并没

有过时，依然是当今史学理论界讨论的重点，比如历史记忆、历史时间、历史学的伦理价值、历史之于
当下的功用等。这几年来，笔者一方面关注和追踪上述史学理论的新论题，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内能
有一部著作，对这些论题作进一步的梳理，并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现状

和趋向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首都师范大学邓京力教授等著的《近二十年西
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即是这样一部著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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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鹏:《“国际历史理论网络”根特会议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13 年第 4 期。
弗朗索瓦·阿尔托格:《一个古老名词的未来:兼论当下主义历史观》，黄艳红译，《史学理论研究》2014 年第 3 期;弗兰克·安克
斯密特:《作为个体科学的历史》，张安玉译，《学术研究》2015 年第 6 期;加布丽埃尔·斯皮格尔:《过去之未来:历史、记忆与历
史撰述的伦理职责》，张旭鹏译，《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 1 期。
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以下凡是引用该书只注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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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分为理论趋向、史学理论家和历史书写三编，共计十
五章。书末还附有三篇对中外史学理论学者的访谈，分别是约恩·吕森、斯特凡·贝格尔和王晴佳。
纵观整部著作，笔者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如前所述，历史时间与历史记忆是

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重点和热点。但对于什么是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国内学术界尚
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笔者认为，历史时间不是按字面理解为对时间的历史研究，即将时间这
一概念置于历史脉络中，考察其形成、发展与演变;历史时间也不是对时间进行共时性研究，即探究
不同地区或不同文化传统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历史时间同样不是对时间进行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史
的研究，即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时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等。所谓的历史时间，主要是研究过去、
现在与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相互关系背后所反映的历史意识的变化。以科塞
勒克为例，他主要是借助“经验空间”和“未来视域”这两个概念，考察了“鞍型期”(Sattelzeit)即 18 世
纪中叶以来，过去如何与现在发生了分离，以及因这种分离而导致的未来意识的出现。在科塞勒克
看来，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未来意识的形成，都是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物。① 受科塞勒克的影响，阿
尔托格将历史时间意识或历史性体制(Ｒegime of Historicity)分为过去的、现在的和当下的三种。与
科塞勒克相比，阿尔托格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下的历史性体制( the present Ｒegime of Historicity)，并
用当下主义(presentism)来概括其特征，即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而只专注于当下。在阿
尔托格看来，当下主义是对现代历史意识的超越。②

邓京力教授显然注意到了历史时间的重要性，她在“历史时间与厄尔玛斯的‘节奏时间＇”一章中
予以专门论述。其实，严格说来，厄尔玛斯对于时间问题的探讨与科塞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
研究并不一致。厄尔玛斯所提出的“节奏时间”主要是批判西方的“普遍时间”观念，强调了时间的
地方性，亦即时间与特定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第 113 页)。不过，作者还是准确地指出，历史时
间是一个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第 100 页)。对于历史时间的这一特征，科塞
勒克和阿尔托格都予以了集中论述。他们注意到，在现代性观念或现代历史意识的影响下，过去逐
渐丧失了指导人生的示范效应，而最终与现代价值渐行渐远。与科塞勒克和阿尔托格不同的是，邓
京力教授认为“节奏时间”是后现代状态下对时间观念的一种思考(第 116 页)，是对代表了西方现
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的挑战。据此，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时间的多重维度，更能够认识到历史的多
种形态和多样化的发展路径，进而对西方单一的和普遍的历史观念提出批评和质疑。笔者认为，邓
京力教授的这一观察是中肯的、恰当的。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对被认为代表了普遍性的西方时
间观念进行反思。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 2018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那种认为 19 世纪西
方的时间机制(比如，计时方法、公历的采用)向全球传播，并最终导致全球共时性( synchronicity)出
现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很多亚洲国家并不是在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时间观念，而是结合了本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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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inhart Koselleck，“‘Space of Experience＇ and‘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in Future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ans. Keith Trib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 255 － 276.
Franois Hartog，Ｒ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trans. Saskia Brow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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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观念，很好地应对了这种来自西方的挑战。①

在历史时间之外，历史记忆也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众所周知，历史研究中的
记忆转向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的场所》为代表。诺拉研究
记忆的初衷是为了解构法国的民族 /国家史传统，希望能够借助记忆这一特殊的载体，揭示被民族国
家历史这种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关于过去的其他叙事。②“记忆的场所”这一概念的提出，能够促使人
们去思考记忆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比如，记忆可否如实地反映过去、记忆是否具有客观性、记忆能
否比历史更有利于表现过去，等等。如果说记忆研究是法国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一大贡献，那
么在记忆研究的实践上，美国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诺拉开创的这种研
究过去的路径在美国更为流行且得到了更好的发展。③ 究其原因，恐怕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界对大屠
杀(Holocaust)，也就是纳粹屠犹的历史再现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与法国记忆史强调“历史”对
“记忆”的压抑不同的是，美国史学界对大屠杀的记忆研究侧重于“记忆”对“历史”的积极建构，由此
切合了当今史学对认同、创伤及边缘性话语的持久热情，从而在实践上更能彰显其生命力。
在邓京力教授的书中，就专设一章来讨论历史记忆与历史创伤的关系，所选取的分析对象是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著作《历史的言说:越王勾践故事在 20 世纪的中国》。通过回顾越王勾践的
故事在 20 世纪中国政治话语和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邓京力教授指出，从民族或国家的层面来看，勾
践故事中所包含的卧薪尝胆、勿忘国耻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在面对民族危机时的一种精神动力，
是国家、政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在大众层面，由于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不足
以通过抽象的文字或语言就达成对民族危亡的深刻理解，因此勾践的故事很容易以一种通俗易懂

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产生共鸣(第 268 页)。邓京力教授进而认为，借助有关民族创伤的历
史记忆，不论是中国的上层执政者还是下层民众，都自觉地将国家或个人的认同与民族独立自强

的主流叙事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乐观的战斗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民族创伤的历
史记忆，在新中国成立后艰苦的和平建设阶段，也发挥了鼓舞民众、催人奋进的积极作用(第 271
页)。通过作者在这一章中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地认识到记忆在转化民族创伤、建构民族认同上
所具有的极强的现实功能。记忆的这种积极的建构作用，或许也是海登·怀特所强调的“实用的
过去”的一个重要层面。④

第二，作者恰当地将后现代主义作为分析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的重要参照点。
在全书 15 章中，与后现代主义直接相关或涉及后现代主义的至少有八章，占全书的一半以上。我们
甚至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及其影响构成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最为重要的内容。不过，
近年来国际史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已经趋于平静，学者们看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也愈发理

性。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如有些学者所言，当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后 －后现代时期”，意指对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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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Conrad，“‘Nothing Is the Way It Should B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Time Ｒegi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Vol. 15，Issue 3 (November 2018)，pp. 821 － 848.
皮埃尔·诺拉的主要观点，可参见 Pierre Nora，“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Ｒepresentations，No. 26，
Special Issue: Memory and Counter-Memory (Spring，1989)，pp. 7 － 24。
Hue-Tam Ho Tai，“Ｒemembered Ｒealms: Pierre Nora and French National Mem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106，No. 3
(Jun. ，2001)，p. 908.
参见 Hayden White，The Practical Past，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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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反思和超越。① 但在笔者看来，在历史研究领域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渐趋平静，或许并不意
味着它的退却和影响力的消失，反而有可能说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已经为学术界所接受，

正在悄然而持续地发挥着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更多的
路径和可能性;后现代主义对权力的拷问，也从另一个方向推动史学研究更接近客观。因此，我们
最好不要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从时间上对现代主义的超越，也不要将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主义的

对立物。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它在时间范畴上依然属于现代，其激进性主要是源
于对现代性弊端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是对兰克以来西方现代史学对
客观性和理性的过分强调、对大写历史(History)的刻意追求，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执意笃信的
匡正与纠偏。以往人们总是强调后现代主义解构有余，建设不足。但看一下近年来西方史学对于
各种“他者”的关注，对于非西方史学主体性的重视等，后现代主义在其中的建设性作用是显而易
见的。
对于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这一特点，邓京力教授也有着较为公允的认识。比如，在分析

英国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基斯·詹金斯的一章中，作者清楚地看到，詹金斯激进的后现代立场，源自他
对西方史学和西方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和怀疑精神，其目的旨在认真地反省西方的整个学术生态环

境(第 96 页)。而在对后现代主义推动下新文化史、微观史等历史书写的价值进行评判时，邓京力教
授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小写历史层面引发的争议，有助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经验事实和

理论洞见之间的关系，去重新认识新的历史知识并对之持一种开放态度。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
合理和积极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贯于这些新的史学形态中，在让历史学家获得理论的自觉意识

和警惕对历史的滥用上有其价值(第 29—30 页)。更具新意的是，邓京力教授专辟一章，讨论了后现
代史学方法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在作者看来，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价值，就在
于推动了研究旨趣的转移，具体包括:从宏大叙事性的中国通史走向地方性与总体性、边缘与中心相
交织的中国史;从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多民族交流的中国史;从以男性活动为中心的中

国史走向包括妇女史在内的中国史;从以精英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多种群体互

动的中国史;从以反映人的理性活动为中心的中国史走向包括非理性的情感世界在内的中国史

(第 202 页)。当然，作者在这里强调后现代主义之于中国史学的积极意义，并不是要对其全盘接
受，而是在吸收其批判反思能力的基础上，去思考中国史学的未来走向。正如作者在书的绪论中
所言，该书的主旨是“力求从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出发，对当前西方史学理论试图克服现代与后现
代的局限、融合双方有利于推进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第 2 页)。因此，作者最终将后现
代主义的挑战视为一个反省和提高的机遇，它能够使中国史学摒弃各种偏见，既坚持自己的理论

立场并发挥传统优势，又继续保持一种开放的理论视野，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多种思想资源，走

出一条深具底蕴而又带有自身风格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作者的这一结论显然是中肯的和颇有
见地的。
第三，能够用全球眼光来审视西方史学理论在近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书中有三章涉及这一主

题，分别论及杂交观念与彼得·伯克的文化史研究、比较史学和全球史学史。当今时代，虽然历史学
家并不能完全摆脱民族立场，但局限在民族 /国家的范畴内去研究历史越来越不可能。在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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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董立河:《后 －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范式》，《史学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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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史学史)研究领域，从全球视角研究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史学观念的交流、碰撞、纠缠已经成为许
多理论研究者的共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王晴佳 2008 年出版的《全球史学史》一书，开这一领
域之先河。该书在 2016 年的第二版中，删除了一些西方史学史的内容，增补了更多的非西方史学的
内容，以呈现真正的全球视野。① 2012 年，加拿大学者丹尼尔·沃尔夫也出版了同名的《全球史学
史》一书，试图展现一种多种来源和多条线索的史学史。② 2015 年，国际权威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
刊物《历史与理论》在第四期推出专刊《全球框架内的历史与理论》，共收录七篇文章，从多个视角探
讨了摩洛哥、秘鲁、中国、巴西、印度、加拿大等国不同的史学理论传统，尤其重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
国家在理论上的互动。③

作为中国学者，考察全球史学史的目的，最终还是从全球视角回看中国史学，展现其与世界史

学(不限于西方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全球史学史的核心要旨是展示不同地
域的史学发展的丰富性，在重新界定不同史学传统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解构西方中心的史学体系

(第 245 页)。为实现这一目的，作者提出了两种路径。一种是实践上的，即采取一种跨文化的比
较方式。作者提出，不同文明区域的历史学家应从各自的史学传统出发去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由此可以削弱那种认为某种史学传统是独特的、与其他史学传统存在巨大差异的观念。在作
者看来，不同史学传统的交融和碰撞最终模糊了相互之间的边界，甚至重新塑造了彼此的史学模

式(第 248 页)。当然，史学比较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根本上将历
史学从西方现代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使得不同的历史思考方式获得应有的地位与价

值。
另一种路径是理论上的，即从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ity)的角度去审视西方史学与非西方史学

的关系，进而揭示非西方史学的能动性。④ 作者以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为例指出，彼得·伯克近年来
运用文化杂交理论对文艺复兴所作的颠覆性研究，旨在改变人们尤其是西方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

念，即文艺复兴不只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它更是在全球文化互动的基础上，杂糅各种文化传统

(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尤甚)的一次文化上的创新。邓京力教授试图以此来说明，某种形式的史学理论
可以理解为是多种史学理论杂合交融的产物。文化杂交观念有利于打破东西方史学理论非此即彼
的对立模式。笔者同样认为，将文化杂交概念引入到中西史学理论关系的分析中，有可能会解决一
些让人困惑的问题，为西方理论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进路。具体来说，经由文
化杂交，我们可以认识到理论的“混杂性”，它强调理论的跨文化维度，既看到西方理论为适应中国语
境而发生的变化，也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源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对之进行的改造。因此，当源自西方
的史学理论进入中国的语境后，必然会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场域共同作用下兼具双方因素的新的理论

形态。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及至当下中国史学家对西方新理论
的吸收和采纳，中国史学在一百多年来与西方理论接触、融合、碰撞甚至冲突的过程，已经与后者形
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西方理论的某些因素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中国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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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 G. Iggers，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2nd edition，Ｒoutledge，2016.
Daniel Woolf，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Special Issue: History and Theory in a Global Frame，History and Theory，Vol. 54，Issue 4 (December 2015)，pp. 1 － 148.
关于文化杂交理论，经典性的论述可参见 Néstor García Canclini，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trans. Christopher L. Chiappari and Silvia L. López，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 Ｒobert Young，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Culture and Ｒace，Ｒ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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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这种混杂性中获得一种进入和离开西方的策略，而不是迷失在西方的话语

之中。①

三

毋庸讳言，邓京力教授等著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是一部颇具原创性的力作，
对近年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作出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免不了有挂一漏万之
处，尤其是面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这一极为复杂的领域。笔者在这里提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
另外三种新的动向，权当对邓京力教授大作的一点补充，谨供邓京力教授参考。
第一，思辨的历史哲学或者历史理论的回归。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

探讨，一般也将之称作历史理论。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开始衰落，被分析的历史哲
学和叙述的历史哲学所取代，而后两种历史哲学主要是研究历史学或者历史编纂本身，因此也被称

作史学理论。不过，最近几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向，即思辨的历史哲学或
历史理论的回归。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反思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可能。导致这一状况出
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面对后现代主义、微观研究的挑战，传统的宏大叙事似乎失去了对
历史发展的理论解释力，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新的现实的宏大叙事。二是近年来愈发严重的
环境生态问题，也促使人们去重新反思人类应有的历史发展模式。2018 年，以研究后殖民史学著称
的印度裔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出版了《文明的危机:全球史与行星史研究》一书。仅从书名
我们就能看出，该书似乎与 20 世纪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著作有类似之处。该书主要讨论了气候
变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副标题中的“行星”一词就是指地球。查克拉巴蒂的这部新著，其实是对近
二十年来他对于环境史、气候史与人类历史乃至地球历史之关系反思的一次汇总，反映出一位优秀
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忧思和关怀。② 无独有偶，现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匈牙利学者
佐尔坦·西蒙在 2019 年出版了《历史在百年未有之变革时代:21 世纪的理论》一书，分析和考察了
21 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西蒙认为，那种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条前后连贯的时间线
上的观点已经过时。当前，在环境、生态和核战争的危机下，人类历史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
时代，如何为人类的命运进行谋划就显得至关重要。③

第二，后人类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史学构想。总的来说，20 世纪的西方史学本质上体现了一
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重人类、轻自然的观念密不可分。西方从柏拉图
时代就产生了一种万物的存在等级，其中位列高等的是神和人，而位列低等的则是自然界的万物。
观念史的奠基人阿瑟·洛夫乔伊将这种等级明显的万物秩序称作“存在的巨链”。④ 同样，德里达将
西方的整个形而上学归结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出它尤其强调事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人类与自然
的对立便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史叙事大多围绕人类展开，自然万物则被认为是人
类的“他者”。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提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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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Xupeng Zhang，“In and out of the West: On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53 (December 2015)，pp. 46 － 63。
Dipesh Chakrabarty，The Crises of Civilization: Exploring Global and Planetary Histo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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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动物研究、人类世等新的史学研究理念和实践相继出现，人类不再被认为是历史唯一的主
体，也失去了在历史叙事中的优先性，它只不过是自然万物的一份子而已。① 以大历史为例，在其长
达 130 亿年的时间架构中，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才 5000 年左右，故而显得极为
短暂。如果以 13 年来衡量这 130 亿年，人类的文明史仅仅出现在 3 分钟前。当然，强调后人类或超
越人类，并不是要贬低或否认人类的历史，而是想说明，自然万物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同等重要，尤

其在这个人类与自然都面临着共同危机的时代。
第三，对历史的现实功用的再思考。近年来，不少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学者开始重新估量

尼采在 1874 年提出的“历史对于人生(或生活)的利弊”这一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尼采提出这一问
题的初衷是批判德国历史研究不联系实际生活，强调应当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应用历史，只有促进人

生的历史才是人们需要的。② 这种对于历史的现实功用的思考在海登·怀特 2014 年的新著《实用的
过去》中表现得最为明确。怀特借用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经验及其模式》中的观点，将
历史研究的对象即过去分为“历史的过去”( the historical past)和“实用的过去”( the practical past)两
个层次。其中，历史的过去指的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它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实
用的过去是指人们为了现实的目的建构、想象和创造的过去，它体现了一种实用性，包含着人们的情
感、心理、精神和记忆等因素。在怀特看来，历史的过去是职业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实用的过去则
是非历史学家或历史学科之外的人士涉足的领域，后者将过去视为一种指导现实生活的“经验空
间”，从中可以得出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判断和决定。③ 阿兰·梅吉尔教授最近也指出，大众史学
(popular history)亦即普通人撰写历史的兴起，主要体现了人们对与自己的起源和认同有关的过去的
“依恋”(attachment)。这种依恋感使过去的经验得以持续到现在，并且对个体生活产生影响的一个
重要因素，历史的“实用性”由此可见一斑。④

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呈现出一种十分多样化的面貌，目前似乎没有哪种理论占据着主导地

位。其结果是，对“什么是历史?”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有着更加多元的理解，历史既可以被看作是科
学的、理性的，也可以被理解为关乎美学的、道德的、伦理的、情感的、实用的，甚至超越人类的。邓京
力教授的这部著作从某些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的丰富样貌，对于我们从

纷繁杂芜的理论之网中厘清一些线索大有裨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类似著作的诞生，并希望从中看
到中国学者深入深刻的思考和不激不随的立场。

( 作者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邮编: 10010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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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王晴佳组织了一组总标题为《“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展望》的文章，发表在《史学集刊》2019 年第 1 期上。这组文章集中
探讨了后人类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在国内尚属首次。相关文章参见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
史学”的挑战》;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孙岳:《大历史与“超越”》;陈怀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
学”》;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屠含章译;屠含章:《后人类主义与“后人类史学”:理念与实践之张
力》。
尼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Hayden White，The Practical Past，p. 15.
参考阿兰·梅吉尔教授 2017 年 7 月 11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作的报告“情感与差异之中的历史之源”，以及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所作的报告“大众史学的起源”。


